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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江口库区不同土地利用土壤碳氮含量的变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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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：应用土壤物理分馏方法和同位素技术，对丹江口库区清塘河小流域林地、灌木地和农田的土壤颗

粒组成(>2 mm、0.25 ~ 2 mm、0.053 ~ 0.25 mm 和 <0.053 mm)和其有机碳、全氮含量以及碳氮同位素值进行了研

究。结果表明：不同土地利用下土壤颗粒组成、有机碳和全氮含量，以及碳氮同位素值均有明显差异。林地和

灌木地 0 ~ 10 cm土层>2 mm土壤颗粒所占百分比显著高于农田(P<0.05)，0.053 ~ 0.25 mm土壤颗粒则显著低于农田

(P<0.05)。林地和灌木地 0 ~ 10 cm土层 0.25 ~ 2 mm 和<0.053 mm土壤颗粒的有机碳含量显著高于农田(P<0.05)。灌

木地 0 ~ 10 cm土层>2 mm、0.25 ~ 2 mm和<0.053 mm土壤颗粒，以及 10 ~ 30 cm土层>2 mm土壤颗粒的全氮含量显

著高于林地和农田(P<0.05)。同位素分析显示，3种土地利用类型土壤的 δ13C和 δ15N值在各粒径中大小顺序均为：农

田>灌木地>林地。研究结果表明，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会改变植物碳的输入和土壤分解速率，进而会影响到土壤颗粒

组成、土壤碳氮含量及其同位素值的变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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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含量是土壤质量的重要指标，

对土壤生产力和土地可持续利用以及环境保护有重

要作用和意义[1-2]。同时，由于其储量巨大[3]，即使其

发生细微的改变也有可能导致大气中含碳、氮等温室

气体浓度较大变化，进而影响未来的全球气候变化[4]。

所以，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含量的变化一直是陆地生态

系统碳、氮循环研究的热点[5-6]。 
土地利用变化是影响陆地生态系统碳氮循环的

最大因素之一，也是仅次于化石燃烧而使大气 CO2

浓度急剧增加的最主要人为活动[7]。人为活动引起的

土地利用变化可能会通过与生境扰动相结合影响土

壤微生物活性，以及改变进入土壤的植物残体数量与

种类来间接影响土壤有机质的累积和分解速率，最终

造成土壤总有机碳和全氮含量的变化[5,8-9]。有研究表

明，土地利用变化还会影响不同粒径土壤颗粒之间

的转化和再分布，而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含量的变化在

不同粒径土壤中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也会有所差

异[10-11]。这是由于土壤颗粒是高分散体系，不同粒径

的土壤颗粒对有机碳的吸附力和黏着性等存在明显

的差异，对微生物所表现出的活性也不同，从而使各

粒径土壤颗粒中有机质矿化存在差异[12-13]。因此，仅

对土壤中有机碳和全氮进行测定显然很难及时、准确

反映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土壤质量的内在差异。比

较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土壤颗粒有机碳和全氮含量

变化，对于表征因土壤管理措施引起的土壤质量改变

将更具有意义[14-15]。另外，土壤有机质稳定碳氮同位

素组成(δ13C 和 δ15N 值)能有效地阐明土壤有机碳和
氮的迁移与转化以及评估土壤有机质分解程度，是研

究土壤碳氮循环的有力工具[6,16-19]。因此，比较各粒

径土壤中 δ13C值和 δ15N值的变化，有助于加深对不
同土地利用类型下土壤碳氮循环过程的理解。 

丹江口库区作为我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

地，其库区内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生态环境的潜在影

响应备受关注[20]。本文以丹江口库区清塘河小流域

为例，以流域内林地、灌木地和农田的土壤为研究对

象，使用物理分馏的方法测定不同粒径土壤颗粒组成

及其有机碳和全氮含量，探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

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含量的内在变化规律；同时，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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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位素技术分析了上述土壤样品的 δ13C和 δ15N值，
进一步探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土壤碳氮的循环过

程，从而为库区的生态恢复工作提供科学依据。 

1  材料与方法 

1.1  研究区概况 
本研究区位于丹江口市习家店镇五龙池村，属于

丹江口清塘河小流域示范区，海拔为 325 ~ 385 m。
清塘河流域在整个丹江口库区很具有代表性，该区地

处 32°44′30″ ~ 32°46′13″ N，111°13′09″ ~ 111°13′32″ 
E[21]。气候属于北亚热带半湿润季风气候，冬夏温差

大，年平均气温为 15.6℃，无霜期为 248 天，年均
降水量为 749.3 mm。  

在本次取样的样地中，林地主要为人工种植侧柏

(Platycladus orientalis)，林龄为 20 ~ 30年；灌木层物种
丰富，优势种为白刺花(Sophora davidii)和酸枣(Ziziphus 
jujuba var. spinosa)，此外还有构树(Brassonetia papyri-
fera)和牡荆(Vitex negundo)等；农田则主要种植经济作
物，包括油菜(Brassica napus L.)和花生(Arachis hypo-
gaea)。地貌属于汉江北岸丘陵山岗地，坡地一般较
陡，土壤以黄棕壤为主，土层较薄[22]。 
1.2  室外采样 

2011 年 9 月分别在侧柏人工林、灌木和农田样
地中各选取 3条 15 m × 30 m的样带，在每条样带内
随机选取 6 个取样点，共 54 个样点。3 种土地类型
的取样点环境条件大体相似，即样地均选择在较为平

缓的地段，且坡向和土壤类型基本相似。用取土环
刀分别采集每个样点下 0 ~ 10 cm和 10 ~ 30 cm土层
的土壤。所取的土样除去表面的土壤动物和植物残

体、石砾后，分别装入自封袋内保存好。 
与此同时，采用土柱法采集每个取样点的根系生

物量，即用无缝钢管(内径为 10 cm)分别钻取 0 ~ 30 cm
土层的土样，然后从采集到的土样中分离出细根、小

根和中根 3个不同径级根系，分别清理干净后称其鲜
重，并从中提取部分作为测定含水量的样品。另外，

使用 0.33 m × 0.33 m的标准框采集每个取样点的凋
落物，然后清除掉表面上的泥土和石砾，分别装入自

封袋内保存好。 
1.3  室内工作 

土壤颗粒组成分析采用 Cambardella和 Elliott[13]

首创的湿筛法(即用湿筛的方法对土壤样品进行物理
分馏)。具体操作如下：所采集的土壤样品经自然风
干后，各提取一个 100 g的子样品，将其放入由孔径

分别为 2、0.25和 0.053 mm组成的自动振荡套筛的最
上层，套筛下放置水桶，调整桶内水面高度，使筛子

移动到最高点时，最上层筛子中的土样刚好被水淹没。

在室温条件下用蒸馏水浸润 5 min后，以 30次/min的
速度在蒸馏水中振荡 2 min，上下振幅为 3 cm。筛分
结束后，将每层筛上的土壤颗粒冲洗到烧杯中，

<0.053 mm土壤颗粒则需在水桶内沉降 48 h，弃去
上清液后再将其转移至烧杯中。将盛有各粒径土壤

颗粒的烧杯，置于 50℃条件下烘干，并冷却至室温
称重，计算各土壤粒组的质量分数，从而得出土壤

颗粒组成[23]。然后从每个土样中各取 1 g左右的子样
品，用 0.1 mol/L的 HCl去除土壤样品中的碳酸盐，
再用蒸馏水洗掉残留在样品中的 HCl，烘干，最后用
同位素仪器(Thermo Finnigen, Delta-Plus, Flash, EA, 
1112 Series, USA)测定各粒径下土壤颗粒中的有机
碳、总氮以及 δ13C和 δ15N值。 

将所采集的植物根系样品带回实验室后，在  
65℃ 恒温下烘干至恒量，测定各样品的含水率，然
后计算出各径级根系的生物量，从而得到总的根系生

物量。所采集的凋落物用清水冲洗干净并烘干至恒

重，再用天平称重，得出其生物量。最后用上述同位

素仪器测定样品根系与凋落物的 δ13C和 δ15N值。 
1.4  数据处理与分析 

实验数据经过 Excel 2007整理后，采用 SPSS13.0
软件进行统计分析，所有数据均进行了正态分布检

验，结果表示为平均值±标准误。处理间的差异显著

性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，多重比较时采用 LSD
检验法。 

2  结果与分析 

2.1  根系和凋落物的生物量及其碳氮同位素值 
从表 1可以看出，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植物根系

和凋落物的生物量均以林地最高，其次是灌木地，最

低是农田，并呈现出显著性差异(P<0.05)。各土地利
用类型下凋落物量均显著高于根系生物量(P<0.05)。
此外，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植物根系和凋落物的 δ13C
值均没有显著差异(P>0.05)，而 δ15N值的大小顺序则
为：灌木地>林地>农田。 
2.2  土壤颗粒组成 

Manna 等[24]利用湿筛方法对表层土壤进行物理

分馏发现不同粒径土壤颗粒含量存在差异，其中以

<0.053 mm 土壤颗粒的含量最小。Bongiovanni 和
Lobartini[25]的研究结果也表明<0.053 mm土壤颗粒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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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根系生物量(0 ~ 30 cm)、凋落物量及其 δ13C 值和 δ15N 值 
Table 1  Root biomass, litter fall mass (0 – 30 cm) and their values of δ13C and δ15N under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

根系 凋落物 土地利用类型 

生物量 (g/m2) δ13C (‰) δ15N (‰) 生物量 (g/m2) δ13C (‰) δ15N (‰) 

农田 6.83 ± 1.3 −26.32 ± 1.2 −7.26 ± 0.6 23.21 ± 4.7 −26.17 ± 0.7 −6.22 ± 0.8 

灌木地 57.46 ± 6.7 −25.90 ± 2.2 −2.34 ± 1.1 75.64 ± 12.0 −26.5 ± 0.8 −0.36 ± 1.1 

林地 110.58 ± 12.93 −26.94 ± 1.4 −4.24 ± 1.2 169.51 ± 32.11 −25.92 ± 0.6 −1.52 ± 0.3 

注：表中数据为平均值±标准误，下同。 
 

 
 

(图中误差线代表标准误；柱形图上方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粒级土壤颗粒所占百分比 
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之间差异在 P<0.05水平显著。下图同。) 

图 1 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土壤颗粒组成 
Fig. 1  Soil particle compositions under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

 

含量最小。与上述结果相似，本研究中各粒径土壤颗

粒所占的百分比存在一定差异，其中最小百分比均为

最小粒径(<0.053 mm)土壤颗粒(图 1)。 
林地和灌木地 0 ~ 10 cm土层>2 mm土壤颗粒百

分比显著高于农田，0.053 ~ 0.25 mm土壤颗粒百分
比则显著低于农田(P<0.05)。其他两个粒径土壤颗粒
的百分比在 3 个土地类型间则没有显著差异
(P>0.05)。何淑勤和郑子成[11]也发现各粒径土壤颗粒

百分比在林地、园地、撂荒地和耕地之间的大小顺

序表现各异。可见，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颗粒间的转

化和再分布具有一定的影响。 

2.3  土壤颗粒中有机碳含量及其 δ13C值 
方差分析表明，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颗粒有

机碳含量差异显著(P<0.05) (表 2)。其中，灌木地和
林地 0 ~ 10 cm土层 0.25 ~ 2 mm和<0.053 mm土壤颗
粒有机碳含量显著高于农田(P<0.05)(图 2)，表明有林
地能有效地促进土壤碳积累。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基

本一致。如 Davidson和 Ackerman[26]研究表明，农田

造林后土壤有机碳储量增加了一倍以上。王小利等[5]

研究则发现黄土丘陵区小流域内林地的土壤有机碳

含量相对农田高约 117.7%。Zhang 等[27]通过使用土

地利用变化前有机碳储量、样地年限、年降雨量、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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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温等参数进行估算，发现我国退耕还林还草后土壤

有机碳以 36.67 g/(m2·a)的速度积累。本研究林地和灌
木地具有较高的土壤有机碳含量，可能是由于这两个

土地利用类型内的植物生物量较高，相对于农田回归

了更多的枯枝落叶和地下根系(表 1)，从而使得土壤
积累了一定量的有机碳。农田不利于土壤有机碳的积

累，主要首先是由于其土地经营方式属于掠夺式，农

作物往往在其成熟后会被完全或部分收割，以致土壤

得不到有效的地上凋落物的输入[28]；其次是由于缺

乏凋落物覆盖的农田中有机物质充分暴露在空气中，

加之由于农业活动季节性地对土壤进行翻动，使得其

土壤有机碳矿化速率加快[29]。 
 

表 2  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含量及其碳氮同位素值 
的方差分析结果 

Table 2  Analysis of variance of soil SOC, TN and its δ13C and δ15N 

因素 有机碳 δ13C 全氮 δ15N 

粒径 5.15** 0.35 2.90* 4.31**

土地利用 3.25* 5.66** 17.38** 5.81**

土层 0.00 8.97** 21.82** 13.57**

土地利用×粒径 0.48 0.03 0.68 0.70 

土地利用×土层 5.05* 0.11 0.90 0.75 

粒径×土层 0.02 0.31 4.98 0.87 

土地利用×粒径×土层 0.16 0.06 0.38 1.03 

注：表中数字为 F 值；* 表示在 P<0.05 水平显著；** 表
示在 P<0.01水平显著。 

 
 

图 2 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土壤颗粒中的有机碳含量 
Fig. 2  Soil organic carbon contents of soil particles under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

 

通过分析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土壤的 δ13C 值发
现，其大小顺序在各粒径中均为：农田>灌木地>林
地，且三者差值随粒径变小呈减少趋势(表 3)。这是
由于样地植物无论是农田还是林地和灌木地，其根系

和凋落物的叶片具有负的 δ13C值(表 1)，根系和地上
凋落物的输入将会降低土壤的 δ13C 值。林地和灌木
地具有更高根系生物量和凋落物输入(表 1)，因此土

壤的 δ13C 值相比于农田更小。这进一步说明了有林
地能有效地促进土壤碳积累，其主要通过更多的枯枝

落叶和地下根系回归到其土壤中。 
3 种土地利用类型下各粒径土壤有机碳含量在

10 ~ 30 cm土层没有显著差异(P>0.05)，说明地上凋
落物输入对有林地土壤碳积累相对重要。刘梦云等[28]

研究也发现退耕还林后乔灌混交林、灌木林地、乔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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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地和天然草地 0 ~ 5 cm土层有机碳含量与耕地相
比分别高出约 107%、100%、70% 和 70%，但在 20 cm
土层以下则没有显著差异。确实，由表 1也可以看出，
本研究中各土地利用类型下地上凋落物量均大于其

根系生物量。相应地，具有负的 δ13C 值的地上凋落
物输入也使得各粒径土壤中 δ13C值在 0 ~ 10 cm土层
中均低于 10 ~ 30 cm土层(表 3)。这与前人的研究结
果也基本一致[30]。朱书法等[17]研究结果发现喀斯特

地区土壤有机质的 δ13C 值随着剖面深度的增加而升
高，升幅在 1‰ ~ 3‰ 之间。 

本研究不同粒径土壤颗粒有机碳含量各异。3种
土地利用类型下土壤有机碳含量均以<0.053 mm 土
壤颗粒最高(图 2)，这与 Arrouays等[31]的研究结果相

一致。这是由于不同粒径的土壤颗粒对有机碳的吸附

力和黏着性等存在着明显的差异，小粒径土壤颗粒中

相联系的有机碳相比大粒径土壤颗粒中的有机碳往

往更难以矿化，不易为微生物所分解释放[13]。 
2.4  土壤颗粒中全氮含量及其 δ15N值 
方差分析表明，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土壤颗粒中

全氮含量差异极显著(P<0.01) (表 2)。灌木地 0 ~ 10 
cm土层>2 mm、0.25 ~ 2mm和<0.053 mm土壤颗粒，
以及 10 ~ 30 cm土层>2 mm土壤颗粒的全氮含量显
著高于林地和农田(P<0.05)，而后两者则没有显著差
异(P>0.05) (图 3)。王小利等[5]研究也发现黄土丘陵区

小流域内灌木地土壤全氮含量均高于林地和农田。这

可能是由于农田虽然施用氮肥，但相对于其他两个土

地利用类型，其氮流失也更严重。林地土壤的全氮含

量较低可能是由于其植物生长最快(表 1)，相对灌木
地增加了对土壤氮素额外的吸收，从而减少了土壤中

的氮储量。 
由表 4 也可以看出，农田土壤颗粒中的 δ15N 值

显著高于灌木地和林地(P<0.05)。与土壤 δ13C值的情 
 

表 3 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土壤颗粒中的 δ13C 值(‰) 
Table 3  δ13C values of soil particles under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

土壤颗粒组成（mm） 土层 
(cm) 

土地利用类型  
>2 0.25 ~ 2 0.053 ~ 0.25 <0.053 

农田 −15.73 ± 1.37 −15.91 ± 1.58 −14.54 ± 0.47 −15.07 ± 0.88 
灌木地 −16.72 ± 0.41 −15.94 ± 0.63 −16.26 ± 0.94 −16.58 ± 0.73 

0 ~ 10 

林地 −20.14 ± 2.39 −19.26 ± 2.71 −18.89 ± 3.04 −18.19 ± 2.37 
农田 −14.57 ± 1.74 −12.87 ± 0.59 −13.12 ± 0.23 −14.19 ± 0.55 
灌木地 −14.77 ± 0.89 −13.89 ± 0.74 −13.62 ± 0.55 −14.31 ± 0.99 

10 ~ 30 

林地 −16.59 ± 3.48 −15.52 ± 3.19 −15.75 ± 3.26 −16.18 ± 3.43 
 

 
 

图 3 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土壤颗粒中的全氮含量 
Fig. 3  Total nitrogen contents of soil particles under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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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土壤颗粒中的 δ15N 值(‰) 
Table 4  δ15N values of soil particles under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

土壤颗粒组成(mm) 土层(cm) 土地利用类型  

>2 0.25 ~ 2 0.053 ~ 0.25 <0.053 

农田 2.05 ± 1.28 1.86 ± 1.11 2.91 ± 0.64 2.23 ± 0.77 

灌木地 0.93 ± 2.00 0.86 ± 1.82 2.59 ± 1.29 1.74 ± 1.14 

0 ~ 10 

林地 −0.44 ± 0.49 −0.19 ± 0.39 −0.51 ± 0.12 0.52 ± 0.93 

农田 3.18 ± 1.69 2.86 ± 1.37 3.22 ± 0.52 2.72 ± 1.17 

灌木地 −0.12 ± 0.45 0.42 ± 0.19 3.83 ± 0.21 3.25 ± 0.34 

10 ~ 30 

林地 −0.13 ± 1.23 0.55 ± 0.40 2.13 ± 0.32 2.64 ± 0.66 

 
况相似，由于林地和灌木地土壤中回归了更多的枯枝

落叶和地下根系，而根系和凋落物的叶片具有负的

δ15N值(表 1)，因此它们土壤的 δ15N值显著低于农田。 
本研究所有土地利用类型下土壤的全氮含量在

0 ~ 10 cm土层均高于 10 ~ 30 cm土层(图 3)。这是由
于氮素的垂直分布特征主要受制于土壤有机质的分

布，表层土壤由于地上凋落物的输入，凋落物分解后

使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丰富，因此氮素的含量也最高，

剖面下层土壤有机质的含量较低，所以其氮素的含量

也较少，这与白军红等[32]对吉林向海沼泽湿地的研

究结果一致。赵如金等[33]对北固山湿地土壤的研究

结果也表明土壤中的氮素 90% 以上以有机氮的形式
存在于土壤表层。 

3  结论 

(1) 林地和灌木地 0 ~ 10 cm土层>2 mm土壤颗
粒所占百分比显著高于农田，0.053 ~ 0.25 mm土壤
颗粒则显著低于农田，表明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对土壤

颗粒间的转化和再分布具有一定的影响。 
(2) 灌木地和林地 0 ~ 10 cm土层 0.25 ~ 2 mm和

<0.053 mm土壤颗粒有机碳含量显著高于农田，表明
有林地能有效地促进土壤碳积累。 

(3) 灌木地 0 ~ 10 cm土层>2 mm、0.25 ~ 2 mm 
和<0.053 mm土壤颗粒，以及 10 ~ 30 cm土层>2 mm
土壤颗粒的全氮含量显著高于林地和农田。 

(4) 农田土壤颗粒的 δ13C 值和 δ15N 值均高于灌
木地和林地，这可能是由于林地和灌木地土壤中回归

了更多的枯枝落叶和地下根系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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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anges in Soil Carbon and Nitrogen Concentration Under Land Use 
Change in Danjiangkou Reservoir Area, Chin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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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0074, China;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, Beijing  100049, China) 

 
Abstract: In this study soil particles (>2mm, 0.25–2 mm, 0.053–0.25 mm and <0.053 mm), soil organic carbon (SOC) and 

total soil nitrogen (TN) following land use changes (farmland, shrubland and woodland) in the Danjiangkou Reservoir area by 
soil fractionation and stable C and N isotopes were investigated. Land use change significantly changed soil particles, SOC and 
TN concentrations, and δ13C and δ15N values. In the 0–10cm soil layer, soil particles (>2 mm) in the woodland and shrubland 
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farmland (P<0.05), while particles (0.053–0.25 mm) showed opposite trends (P<0.05). 
SOC concentrations of soil particles (0.25–2 mm and <0.053 mm ) in the 0–10 cm soil layer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
woodland and shrubland than in the farmland (P<0.05). TN of soil particles (>2 mm, 0.25–2 mm and <0.053 mm) in the 0–10 cm 
soil layer and particles (>2 mm) in the 10–30cm soil layer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shrubland than in the woodland and 
farmland (P<0.05). The isotope analysis showed that both δ13C and δ15N values of soil particles in all three land use types 
followed the same order: farmland > shrubland > woodland.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land use change could change plant carbon 
input and soil carbon decomposition and hence impact soil particles, soil C and N and the δ13C and δ15N values. 

Key words: Soil particles, SOC, TN, Land use, Stable carbon and nitrogen isotopes 


